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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劳动力质量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断突显，有必要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进行全方位测算。本文基于多元滤波法等方法，将固

定资本分解为通讯信息类固定资本和其他资本，并将劳动力对经济的拉动分解为

数量、质量和知识创新三部分，对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进行整体和分行业测

算。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包括通讯信息类固定资本和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拉

动呈持续上升态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弱化，同时制造业、信息

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通过生产函数法，

本文测算“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在 5%-5.7%，总体继续保持中高速增

长。

Abstract: As the quality of the workforc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ontinue to emerge as

important to economic growth，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measure the pull factor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multivariate filtering method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decomposes fixed capital into ICT capital and other capital, and decomposes the pull of

labor force into quantity, qualit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measuring the overall and industrial

potential outp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ll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cluding ICT capital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is continuously rising, and the pull of labor quantity is gradually

weakening, whil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ical service industry is growing faster. Through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 this paper estimates that the potential output growth rat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5%-5.7%，continue to maintain medium to high grow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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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潜在产出是指在不引起通货膨胀前提下，宏观经济能够获得的最大产出。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联储等主要国家央行均将潜在产出定义为经济运行中的

失业率达到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时的产出水平。当实际产出偏离潜在

产出后，价格也出现通胀或通缩偏离。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原因主要是微观

主体的价格粘性和货币幻觉行为。货币政策操作的目标应该是让实际产出保持在

潜在产出水平，针对通胀或通缩变动开展数量上的削峰填谷操作以及价格上的基

准利率调整，确保失业率重新回到非加速通胀失业率水平，让实际产出趋向于潜

在产出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

“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新特征，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通胀和失业率的关

系弱化。Blanchard et al（2015，2018）认为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降低了经济周期

和金融周期之间的相关性，应对金融危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增加了未来增长的脆

弱性，导致潜在产出测算准确性不断降低。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随着全球

疫情不断变化且有长期存在的趋势，主要国家潜在产出的重新测算面临更大挑

战。Heimberger(2020) 通过生产函数法并引入新冠疫情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劳动投

入的负向冲击，测算出未来 5年欧元区年均潜在产出将下降 0.2至 0.4个百分点。

Bondar et al(2020)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测算出新冠疫情将降低 2020 年欧元区潜在

产出 0.6 个百分点，疫情冲击对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的负向影响持续存在。

Gomez(2020)通过多元滤波模型测算出 OECD 国家 2020 年潜在产出将下降 0.2
至 0.8个百分点，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潜在产出下降幅度更大。考虑新冠疫

情冲击的潜在产出测算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逐渐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高质量增长阶段，在新

发展理念指引下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我国的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测算出

现了较大争论。相对乐观的测算如张立群（2019）、姚洋（2019）和余永定（2019）
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高于 6%，当前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刘伟、范欣

（2019）的测算结果为 2015 年到 2020 年潜在增长率为 7.63%，2021年到 2025
年潜在增长率为 7.29%。相对保守测算如刘世锦（2019）等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

长率低于 6%，当前经济增长已接近或相对高于潜在增长率；刘世锦（2019）测

算显示我国 2020 年到 2025 年的潜在增长率在 5%到 6%之间，这种增长阶段

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9）的测算表明，2019 年到

2023 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为 5.7%；徐忠、贾彦东（2019）通过滤波法等多种方

法综合测算出我国潜在增长率 2019 年到 2024 年为 5.5%，2025 年到 2029 年

为 4.6%。上述两类测算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投入的趋势变化

判断存在差异。

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充分考虑新冠

疫情对我国潜在产出的冲击，运用较新的多元滤波法和经典的生产函数法综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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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进行测算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将增长动力

进一步细分至行业层面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特别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制定具有

较强的政策含义。因此，本文尝试对“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进行

测算。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测算的方法介

绍，第三部分是测算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结果，

第五部分是我国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第六部分是我国技术进步因素

的拓展测算，第七部分是“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预测和政策建议。

二、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方法

（一）生产函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构建

参考 CBO（2001），郭庆旺等（2004）、徐忠等（2019）构建生产函数测

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本文也采用 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

产率进行估计。该生产函数假设前提包括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规模报酬不

变、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具体如下：

( )t t t t tY AK H L  （1）

其中， tY为产出， tK 为资本投入，( )tHL 为劳动投入，劳动投入包含了人力

资本质量 tH 和数量 tL 两部分， t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 为资本产出弹性，  为

劳动产出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 1   。许多文献如王小鲁和樊

纲(2009)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了其他变量，用以反映技术进步、配置效率改善等因

素对潜在产出的影响。但本文参考 Chow和 Li(2002)的意见认为过度增加变量会

带来模型设定不规范、额外增加测度误差、损失自由度等问题，反而会导致估计

精度下降，且我国改革开放 40多年整个经济的结构转换特征也决定了不适合在

模型中加入过多的变量。通过多元滤波法得到的潜在产出，再结合潜在劳动投入，

就可以结合生产函数进一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二）多元滤波法测算潜在产出模型设定

Benes et al（2010）提出运用多元滤波法（Multivariate Filter）可以更准确地

测算一个国家的潜在产出。和 HP滤波法等传统滤波方法相比，多元滤波法首先

根据产出、通胀和就业的宏观经济关系构建结构化方程组，通过贝叶斯估计相关

参数并进一步测算潜在产出。通过映入产出增长的前瞻预期值，多元滤波法还可

以有效避免传统滤波方法的尾部样本（End of Sample）问题。Patrick et al（2015）
构建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多元滤波潜在产出估计模型，并应用于 16个国家并发现

2008年以后潜在产出的测算较传统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更为准确。本文在Patrick
et al（2015）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征构建多元滤波模型如下：

首先是产出缺口方程， y Y Y  。其中 y是产出缺口，Y是实际产出，Y 是

潜在产出。实际产出Y的变化受到潜在产出Y 和产出缺口 y的变动影响，潜在产

出和产出缺口的受到随机冲击的影响，具体形式如下：

1
Y

t t t tY Y G    , 1(1 )ss G
t t tG G 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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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

t t ty y   （3）

其中，（2）式是潜在产出随机冲击方程，潜在产出 tY 取决于上一期潜在产

出 1tY  ，潜在产出增长 tG 和随机扰动
Y
t 。潜在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潜在产出的稳态

增长水平
ssG ，上一期潜在产出增长 1tG  和随机扰动

G
t 。（3）式是产出缺口随机

冲击方程，产出缺口 ty 受到上一期产出缺口 1ty  和随机扰动
y
t 的影响。

因此，测算潜在产出的关键在于识别产出缺口及相关冲击项，通过菲利普斯

曲线方程和奥肯定律方程可以通过引入通胀和就业数据识别产出缺口，本文构建

如下：

1t t t ty       （4）

1
e

t t t te e y     （5）

其中，（4）式是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当期通胀 t 取决于上一期通胀 1t  ，

当期产出缺口 ty 和随机扰动 t
 ，（5）式是奥肯定律方程，考虑到中国就业数据

可得性，本文并未构建基于失业率的奥肯定律方程，而是采用就业增长构建奥肯

定律方程。当期就业增长 te 取决于上一期就业增长 1te  ，产出缺口 ty 和随机扰动
e
t 。就业增长 t t te E E  ，即新增就业目标值减去实际新增就业。

此 外 ， 为 了 避 免 尾 部 样 本 问 题 ， 本 文 还 引 入 了 前 瞻 预 期 方 程
, 0,1e e

t j t j t jY Y j    
。

e
t jY  是时期 t对未来 j期实际产出增速的预测，

e
t j  是预测随

机扰动。本文采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对 GDP增速的预期值作为
e
t jY  的值。

在构建多元滤波方程组后，本文通过实际 GDP、通胀和新增就业数据，并

参考 Patrick et al（2015）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参数赋值确定相关参数值和随机冲击

的分布，对模型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并进一步测算出潜在产出。

（三）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设定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是通过生产前沿面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的方法。

Battese et al（1995）认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可以考虑多个投入视角下的产出效率

分析，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结构做先验假定，因此适用微观企业和行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测算。本文构建行业层面的全要生产率估计方程如下：

, 0 1 , 1 , , , ,( )i t i t i t i t i t i tY K H L V U       （6）

其中， ,i tY 是行业 i产出， ,i tK
是行业 i固定资本投入， ,i tH

是行业 i人力质量

投入， ,i tL 是行业 i人力数量投入， , ,i t i tV U
是行业 i估计残差，服从正态和半正

态分布分布。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得到 0 即行业 i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

三、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数据说明

（一）产出的核算

一般情况下，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的衡量指标。由于我国 GDP各构

成部门之间产出的增长速度以及价格变动幅度不一致，因此，基期选择的不同会

导致最终计算的 GDP 不变价增速出现差异。例如，以 1952 年为基期近似计算

1952年至 1978年的平均增速为 6.5%，若以 1978年为基期，则同期平均增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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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3%。目前的研究文献中，主要有 1952年为基期、1978年、2000年和 2015
年为基期四种。参考 Chang et al（2016）选择 2015年作为中国宏观时间序列数

据的结构平稳突变点的考虑，本文选择以 2015年为基期计算产出的不变价绝对

值。

（二）固定资本存量的核算

本文利用通行的永续盘存法对各年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其基本公式为：

1t t t tK K I D  
。其中 tK 为第 t年的资本存量， 1tK  为第 t-1年的资本存量， tI 为

第 t年的投资, tD 为第 t年的总折旧额。在确定了资本存量初始值以及各年投资

额、折旧额后，便可算出各年资本存量。

首先是初始固定资本存量的估计。若估计期限较短，则初始资本存量估计对

潜在产出测算影响较大。各研究文献关于我国初始固定资本存量值的争议较大，

Young et al（2000）指出基年选择的时间和估计时间跨度越大能够有效消除初始

固定资本的估计偏差。本文是测算 1978 年以后的资本存量，若基年选择 1952
年，那么 26年的时间跨度将使得初始年份的资本存量结果不太重要。为此，本

文在估计资本存量时将初始年份设定为 1952年。现有文献中关于我国 1952年初

始资本存量的估计值在 600-2000亿元间不等。其中 Chow(1993)通过国家统计局

内部数据计算得出 1952年我国资本存量为 1752亿元（包括 720亿元的土地初始

价值），后续许多研究都采用了该估计值。Maddison(1998)根据国际上不发达国

际以及战后国家的资本产出比指标的经验值，假定我国 1952年该指标的比值为

0.9，进而算出初始资本存量为 623亿元。Young et al（2003）根据国际研究经验，

假定初始年份的投资主要用来满足产出增长和弥补资本折旧，进而估计出我国初

始资本存量为 815亿元。本文经过对比，仍采用 chow的估计结果，但不包含土

地价值，即 1952年我国初始固定资本存量为 1032亿元，并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出 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 8524亿元。

其次是投资的选择。已有研究对投资指标的选取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采

用“积累”的概念及其相应的统计口径。如 Chow(1993)。第二种是采用全社会固

定资本投资，如王小鲁（2000）。第三种是近期研究常用的资本形成总额或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本文通过对比不同指标的内涵，选择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资指标。其中 1978-2000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核算历史资料》，2001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

依据 2019年末固定资产存量结合 202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行估算。

再次是折旧的估计。目前大部分研究通常假定一个固定的折旧率，从而对历

年资本存量进行折减。例如，Young（2000）假定折旧率为 6%；张军等(2004)
则在综合考虑我国固定资产中各类资本品不同寿命期以及比重的基础上计算得

到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为 9.6%；王小鲁和樊纲(2009)假定

1952-1977 年折旧率为 5%，1978-2007 年资本折旧平滑加速，最终达到 8%；

Wu(2011)也设定了一个浮动的折旧率，具体是 1978年之前为 5%，1978-1992年
为 6%，1993年以后为 7%。本文选使用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固定资产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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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对资本存量进行折减，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时变的折旧率，折算得出

1978-2020年平均折旧率水平在 5 %左右。数据来源与投资相同。

最后是投资价格指数的选择。20世纪 80年代以后，我国投资品价格上升很

快，各年的投资价值不具可比性，所以在采用永续盘存法时，必须将当年价格表

示的投资用一定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折算成以基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值。本

文以 2015 年为基年选择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减，但统计年鉴自 1993
年才开始公布这一指数，1993年之前本文利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

料:1952-2004》中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发展速度指标变形后进行折减。

（三）劳动投入的核算

首先是劳动投入数量的核算。从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的国际实践经验来看，劳

动投入数量一般利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由于我国缺乏相应的基础统计资料，本文

依据通行的替代办法直接采用就业人数来衡量劳动投入数量。Chang et al（2016）
指出 1990前后中国的就业人数存在异常波动，需要结合适龄劳动人口进行调整。

本文从 1971年开始对就业人数进行如下调整：1991年及以后的就业数据以官方

数据为准，不做调整；1982-1990 年期间，以 1982年、199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

为基准，两年的就业人数缺口分别为 6859万人和 8009万人，其他年份的缺口则

以平均增速进行折算；1971-1982年期间，随着乡镇企业以及外出务工人数的加

速增长，有理由认为就业人数缺口也呈加速增长趋势。因此，本文假定各年就业

人数缺口服从
2

laborgap at 的分布，其中 1971年对应 t=1,1982年能对应 t=12，通

过 1982年 6859万人的缺口数据可以估计出 a=47.6万人，进而推算出 1978-1982
年期间各年份的就业人数缺口。

其次是劳动力质量即技能水平的测算。本文依据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选取就

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并作为劳动投入质量的替代

变量。但我国在非普查年度 1‰的人口抽样调查中未涉及对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

的调查，仅在 1982 年、1990 年和 2000 年的人口普查年度以及 1987 年、1995
年 1%抽样调查年度含有该项数据。Holz(2005)研究发现 1%抽样以及 1‰抽样结

果相对普查结果存在明显的偏差，因此，本文在三次人口普查中就业人口分年龄

分受教育水平的统计结果基础上估计出了1978-2003年我国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并预测了 2004-2025年的趋势值。其中对 2010年我国就业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的预测值为 9.08年/人，而最终 2010年我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就业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05年/人，两者仅相差 0.03年。因此，有理由认为该文

的估计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文直接利用上述相关估计结果来代表

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四）通胀率核算

Patrick et al（2015）认为新兴市场国家 GDP平减指数相比于居民消费者价

格指数更能反映整体经济变化。本文也采用 GDP平减指数作为通胀率核算变量。

考虑到我国并未公布以上一年不变价为基准的实际 GDP数据，本文使用 GDP名

义增速减去实际 GDP增速近似得到 GDP平减指数。其中，1978-2000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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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2001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历年《国家

统计年鉴》。2020年名义 GDP 和实际 GDP增速来自于 2021年 1月 18 日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布数据。

（五）全要素生产率核算

本文使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直接得出时变的生产函数弹性系数。在完全竞争

市场的假设前提下，如果各种要素都赚到了其边际产量，则劳动工资总额与资本

总收益分别为 (1 )Y 和 Y 。因此资本边际弹性 即为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

份额，同样劳动边际弹性  为劳动收入的份额。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有

三个渠道提供按收入分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一是投入产出表。该表逢二、七年

份编制,是国家统计局唯一直接给出的全国层面按产业部门分类的要素收入数

据。二是资金流量表的实物部分。资金流量表数据提供按政府、企业和居民分机

构部门的要素分配数据。三是按收入法计算的省际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统计年

鉴》从 1995 年开始提供全国 30 个省的按收入法计算的 GDP，此外包括一些省

际收入法 GDP 历史资料。钱震杰(2008)曾分别用上述三个数据集测算了我国各

年总体要素分配份额,得到了一致可比的结果,表明数据来源的选择对要素分配份

额变化趋势和幅度的影响并不大。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连续性，采用

第三种数据来源。其中 1978-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根据《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计算，2005年以后的数据则根据各年统计

年鉴计算。2020年的比例和 2019年保持一致。

在具体计算过程中，由于收入法 GDP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

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根据国内外通用的简易处理方法，劳动者报酬比上

收入法 GDP为劳动收入份额，也即劳动产出弹性  ；资本产出弹性为1  。计

算出弹性系数后，即可利用生产函数将潜在产出、资本投入、潜在劳动投入等变

量代入（1）式，计算出各年度 TFP的绝对值及增速。

（六）行业层面数据核算

考虑到 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了较大调整，导致细分

行业的增加值数据前后不可比，本文选取 2004年至 2019年的分行业数据进行测

算。其中，分行业实际产出由总产出依据分行业现价增加值按比例进行拆分计算，

分行业的劳动力质量数据和总体劳动力质量数据保持一致，劳动力数量来自于历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参考杨轶波（2020），余永泽等（2014）的方法，分

行业资本存量数据依据不同行业折旧率结合永续盘存法进行初步核算，并结合总

体资本存量数据进行修正。

四、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结果

（一）潜在产出测算结果

从全时期来看，多元滤波法对潜在产出增速的测算和生产函数法测算结果高

度一致，说明多元滤波法对潜在产出测算相对稳健。2010 年以前，实际 GDP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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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产出一同保持高速增长，劳动力相对丰富且资本存量仍在迅速增长，生产因

素并未呈现收益递减。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需爆发式上

升，这使得中国在此期间实现了实际 GDP 的快速增长。2012 年以后，在通胀相

对温和的条件下，我国实际 GDP 增速呈现缓慢回落之势。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多

元滤波法结合 1978-2019 年的数据对 2020 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测算的预测值是

5.5%，而利用 1978-2020 年的数据测算我国 2020 年潜在增速为 5.1%，说明多元

滤波法捕捉到了新冠疫情对潜在产出的负向冲击，导致潜在产出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连平等（2020）的测算结果也显示新冠疫情冲击导致生产函数的形式

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冠疫情冲击条件下多元滤波法相对于生产函数法对潜在产

出的估计相对更为贴近现实。如图 1所示，和近年来测算潜在产出的主要文献结

论一致，本文也发现我国潜在产出自 2010 以后出现趋势性下降，进入了由高速

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经济新常态。

图 1：1978-2020 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测算结果

（二）增长动力的测算结果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完全依赖要素投入的简单扩张，以全要素生产率为

代表的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1979-2020年我国 TFP年均增长 3.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36.6%。其他因素中，

劳动力质量增长平均拉动经济增长 0.8%，贡献率为 8.6%，代表简单要素投入的

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分别平均拉动经济增长 4.1%和 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44.1%和 10.8%。测算结果表明 1978 年我国经济改革以来，受以市场为导向

的资源分配方式转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就业人口的结构变迁、外

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及直接以外贸进口为体现的先进技术引进等因素

的影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同时 1978-2020年期间资本投入的快速

增长仍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力，贡献度超过 40%。本文将 1918至 2020的时间

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 1979-1990年、1991-2001年、2002-2007年、2008-2012
年和 2013-2020年。对比五个时期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一是 1978
年以来固定资本投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作用逐步增强，2013年至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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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有所下降。2000年之前的改革初期，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

但 2013-2020年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攀升至 67.2%，显示在后金融

危机时代，我国依靠资本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性显著增强。二是劳动力数量

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滑。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逐步放缓以

及人口结构的逐步演变，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下滑，贡献率也

由改革初期 17.2%，持续下降至 2013年至 2020期间的 0%。2019年末我国就业

人员 77471人，较 2018年下降 115万人，导致我国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下降至-0.1。未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持续消退，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还

将进一步下降。三是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增强。改革初期，劳动

力质量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及劳动力数量扩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半，

但 90年代开始，劳动力质量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超过数量的扩张，并且

领先幅度逐步扩大。2000年以来，劳动力质量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

6%至 7%之间，2013 至 2020 年期间贡献率增加到 7.8%。四是 TFP 对经济增长

的劳动作用大致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动规律。TFP的贡献率由改革初期的 32.4%
左右，上涨至新世纪初期的 45%上下，但 2013至 2020年期间 TFP的贡献率下

降至 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有所弱化，受到新冠疫情

冲击，2020年我国 TFP增长率下降至-1.8%。

表 1：1978-2020 年各时期不同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时期
实际 GDP

增速（%）

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 贡献率 （%）

固定资

本投入

劳动力

TFP

固定

资本

投入

劳动力

TFP数量 质量 数量 质量

1978-1990 9.3 3.5 1.6 1.1 3.0 37.6 17.2 11.8 32.4

1991-2001 10.3 3.9 1.2 1.1 4.1 37.9 11.7 10.7 39.7

2002-2007 11.3 4.8 0.6 0.8 5.1 42.5 5.3 7.1 45.1

2008-2012

2013

9.4

7.8

5.4

5.3

0.2

0.1

0.7

0.5

3.1

1.9

57.4

67.9

2.1

1.3

7.4

6.4

33.1

24.4

2014 7.4 4.7 0.1 0.5 2.1 63.5 1.4 6.8 28.4

2015 7 4.5 0.0 0.5 2.0 64.3 0.0 7.1 28.6

2016 6.8 4.4 0.0 0.5 1.9 64.7 0.0 7.4 27.9

2017 6.9 4.2 0.1 0.5 2.1 60.9 1.4 7.2 30.4

2018 6.7 3.9 0.0 0.4 2.4 58.2 0.0 6.0 35.8

2019 6 3.8 -0.1 0.4 1.9 63.3 -1.7 6.7 31.7

2020 2.3 3.7 -0.1 0.5 -1.8 160.9 -4.3 21.7 -78.1

2013-2020 6.4 4.3 0.0 0.5 1.6 67.2 0.0 7.8 25.0

1978-2020 9.3 4.1 1.0 0.8 3.4 44.1 10.8 8.6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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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调查统计司测算

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并未充分发挥出来，主要体现在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上。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1.8个百分点。若经济正常运行，全要素生产率应在 2%左右（2013年-2019 年

基本稳定在 2%上下）。这样计算，2020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大约在 6%左右，

实际增速比潜在产出增速低约 3.8个百分点。

五、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可以进一步分析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增长

动力。本文对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和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9）

的利用 DEA 和生产函数法测算结果在趋势上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测算结果相对

稳健。一是第一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平稳。2005 年至 2016 年期间，农

林牧渔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在 1%附近，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下降至

0.2%。二是除制造业外的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出现趋势性负增长。

2005 年以来，采矿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全要生产率增

长呈现前高后低趋势，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相对平稳。2017 年至 2019 年，

采矿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均为负增长，仅

有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正增长且呈现加快趋势。三是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分化较大。2005 年以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回落，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持续加快，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

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平稳。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相

对低速增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

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保持相对高速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速

高达 13.6%。住宿和餐饮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

表 2：2005-2019 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行业
TFP 增长率 （百分点）

2005-2008 2009-2012 2013-2016 2017-2019

农、林、牧、渔业 0.9 1.2 0.7 0.2

采矿业 4.8 -1.5 1.2 -4.3

制造业 3.2 2.1 2.8 4.7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3 1.2 -4.5 -1.7

建筑业 9.7 3.2 1.1 -2.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 -3.6 1.6 2.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7.6 11.7 16.4 13.6

批发和零售业 5.7 4.2 1.3 2.5

住宿和餐饮业 6.6 2.8 -4.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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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22.0 5.2 8.7 6.3

房地产业 15.0 -10.3 -1.9 0.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1 0.8 1.1 -0.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4.2 5.5 4.8 5.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1 1.7 2.5 2.7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8 -0.8 3.5 6.7

教育 1.6 3.4 5.1 7.8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2 1.8 2.4 7.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5 -0.2 0.6 1.4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1 7.8 8.4 9.3

数据来源：调查统计司测算

六、技术进步因素的拓展测算

余永定（2019）认为我国的技术进步率由于对通讯信息(ICT)类资本投入和

产出的核算存在偏差而长期低估。Jones(2002)对美国 1950-2001 年增长分解发

现知识创新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本文参考 Jones（2002）对知识创

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测算方法，在生产函数的测算框架下尝试引入 ICT 类资本和知

识创新来测算我国的技术进步因素。ICT 类资本存量增速是影响资本投入带动技

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同时知识创新增速通过影响劳动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有重

要影响，拓展后的生产函数进行全微分后形式如下：

, ,( ) ( )non ict t ict tt t t t t

t t t t t t

dK dKdY d dH dL dT
Y K K H L T

  


      （7）

其中， ,ict tdK
K

是 ICT 资本存量增速， tdT
T

是知识创新增速， t

t

d


是剔除知识创

新效应后的全要素生产率， ,non ict t

t

dK
K

 是非 ICT 资本存量增速， t

t

dL
L

和 t

t

dH
H

是劳动力

数量和质量投入增速。 ,ict t t

t

dK dT
K T

  从资本和劳动力层面衡量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

和经典生产函数相比，拓展后的生产函数考虑了 ICT 类资本投入和知识创新

分别从资本和劳动层面拉动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在具体指标选取上，本文采用

2005-2019年国内ICT设备生产和ICT设备进口数据构建ICT固定资产投资序列，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电子工业年鉴》；采用 2005 年以来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

国创新指数作为知识创新增速的测量指标。该指数包含了创新环境、投入、产出

和成效四个方面，是对我国知识创新较为全面的衡量。结合非 ICT 类资本存量、

劳动力数量投入和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数据代入（7）式，本文测算出剔除知识创

新效应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劳动和贡献率。2006 年至 2019 年我国技

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劳动和贡献率测算结果如表 3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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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06-2019 年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拉动

时期
实际GDP增速

（%）

拉动经济增长 （百分点）

拓展生产函数

固定资本投入 劳动力
剔除知识创新

TFP
非通讯信息

类

通讯信息

类
数量

质

量

知识创

新

2006 12.7 4.9 0.2 0.4 0.6 0.6 6.0

2007 14.2 4.7 0.3 0.3 0.7 0.5 7.7

2008 9.7 4.8 0.4 0.3 0.7 0.5 3.0

2009 9.4 5.3 0.4 0.2 0.8 0.7 2.0

2010 10.6 5.0 0.5 0.2 0.7 0.6 3.6

2011 9.6 4.5 0.7 0.2 0.7 0.5 3.0

2012 7.9 4.6 0.8 0.1 0.6 0.6 1.2

2013 7.8 4.5 0.8 0.1 0.5 0.4 1.5

2014 7.4 3.9 0.8 0.1 0.5 0.5 1.6

2015 7.0 3.6 0.9 0.0 0.5 0.5 1.5

2016 6.8 3.5 0.9 0.0 0.5 0.6 1.3

2017 6.9 3.1 1.1 0.1 0.5 0.8 1.3

2018 6.7 2.7 1.2 0.0 0.4 0.8 1.6

2019 6.0 2.5 1.3 -0.1 0.4 0.9 1.0

平均 8.8 4.1 0.7 0.1 0.6 0.6 2.7

数据来源：调查统计司测算

表 4：2006-2019 年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时期
实际GDP增速

（%）

贡献率 （%）

拓展生产函数

固定资本投入 劳动力
剔除知识创新

TFP非通讯信息

类

通讯信息

类
数量

质

量

知识创

新

2006 12.7 38.6 1.6 3.1 4.7 4.7 47.2

2007 14.2 33.1 2.1 2.1 4.9 3.5 54.2

2008 9.7 49.5 4.1 3.1 7.2 5.2 30.9

2009 9.4 56.4 4.3 2.1 8.5 7.4 21.3

2010 10.6 47.2 4.7 1.9 6.6 5.7 34.0

2011 9.6 46.9 7.3 2.1 7.3 5.2 31.3

2012 7.9 58.2 10.1 1.3 7.6 7.6 15.2

2013 7.8 57.7 10.3 1.3 6.4 5.1 19.2

2014 7.4 52.7 10.8 1.4 6.8 6.8 21.6

2015 7.0 51.4 12.9 0.0 7.1 7.1 21.4

2016 6.8 51.5 13.2 0.0 7.4 8.8 19.1

2017 6.9 44.9 15.9 1.4 7.2 11.6 18.8

2018 6.7 40.3 17.9 0.0 6.0 11.9 23.9

2019 6.0 41.7 21.7 -1.7 6.7 15.0 16.7

平均 8.8 46.6 8.0 1.1 6.8 6.8 30.7

数据来源：调查统计司测算

本文将通讯信息类固定资本投入和知识创新的综合效用作为衡量技术进步

的指标，可以发现 2006 年以来技术进步（包括通讯信息类固定资本投入和知识

创新）对经济增长拉动呈上升态势，从 2006 年的 0.8%上升至 2019 年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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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06 年的 6.3%上升至 2019 年的 36.7%。

图 2：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率

数据来源：调查统计司测算

七、“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预测和政策建议

（一）“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预测

通过多元滤波法可以对潜在产出增速随机冲击进行估计，本文首先利用一阶

自回归模型预测固定资本、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数量在“十四五”期间对潜在产出

的增长拉动，发现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拉动效应将趋势性下降，劳动力数量

投入贡献持续为负，同时劳动力质量的拉动效应维持在 0.5至 0.6个百分点之间。

为考虑疫情冲击对潜在产出的持续影响，本文假定 2020年的随机冲击代表新冠

疫情负向冲击大小，预计“十四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 1.7%左右，潜在产

出增速将保持在 5.1%-5.7%之间。

表 5：2010-2025 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预测情况

各要素拉动（百分点）

潜在产出增速（%）
固定资本

劳动力
TFP

质量 数量

预测

2021 3.6 0.5 -0.1 1.7 5.7

2022 3.6 0.5 -0.1 1.7 5.5

2023 3.5 0.5 -0.2 1.8 5.5

2024 3.4 0.6 -0.2 1.8 5.3

2025 3.1 0.6 -0.3 1.7 5.1

数据来源：调查统计司测算

（二）政策建议

一是正确认识我国潜在产出保持中速增长的特征，保持货币政策合理适度支

持。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周期性下降，而非短期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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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影响。通过传统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将实际 GDP增速长期维持在

潜在产出增速之上是无法实现的，不仅如此，还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宏观杠杆率

的过快上升，进而增加经济系统性风险。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央行加大货币

政策对实体经济流动性支持，应继续优化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保货币政策

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和潜在产出增速大体匹配。

二是加强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尽可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央提出的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跨周

期宏观调控政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出路的准确把控。加强宏观政策

的跨周期调控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

量发展，引导全要素生产率在相对高水平路径上增长。增大宏观政策对 ICT 类

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全社会知识创新的支持力度，创新支持工具，优先引导生产要

素向 ICT类固定资本和知识创新活动配置。

三是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人力资本质量和高全要素生产率行业的支持，巩

固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基石。按照“十四五”《建议》提出的要求，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提升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再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立体化、多层面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大力探索支

持创新发展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大金融支持人力资本质

量提升；另一方面，应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科技创新融入到建

设现代产业体系中，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在未来较长时

间内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

海洋装备等重点产业中长期融资支持。构建支持绿色发展和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的金融机构信贷激励相容约束，通过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加强货币政策对产业发

展的高质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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